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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的第一堂语文课，我站在

讲台上，问出那个每年都要问的问

题：“秋天是什么颜色？”话音未落，几

名学生已经迫不及待地举了小手。

可就在我像往常一样准备点名时，却

看到教室后排那个一向沉默的女孩，

正咬着笔帽，眉头轻轻蹙起，像在想

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一刻，我决定等一等。

为什么要“慢”下来。说起“慢提

问”，很多人会误以为是把课堂节奏

放慢、把进度拖后。其实恰恰相反，

我想改变的是一种已经悄然固化的

师生互动惯性。

过去我的提问大多是“快问快

答”。问题抛出去，两秒内必定有小手

举起来，点谁，谁就答，答完一个接着

下一个，一节课热热闹闹。热闹过后

我才明白，真正得到发言机会的是那

些反应敏捷、善于反应的学生，那些慢

热型、思考型的学生，虽然他们迟早会

把问题答上来，但是由于他们在问题

还未问完之前就已经走出了教

室，所以他们的回答也

就无法再进行讨论

了，在一遍遍

的“来不及”之后便学会了沉默。

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等待时

间”的研究，即教师提问之后，把等待

时间延长到3—5秒，学生回答会更加

完整，思考也会更加深入。多出来的

“三秒钟”并不是可以忽略的空档，而

是思维的一条“跑道”——它给了每

一个学生从“嗯”到“哦”的缓冲，给那

些不善于抢答的学生留出了一个被

看见的机会。

我的“慢提问”实验，核心就两个

字：等待。具体来说，就是守住两个

“黄金等待期”，第一个是问题抛出之

后、点名之前的学生思考时间，而不是

急于叫第一个举手的人；第二个是学

生回答之后、我开口评价之前的等待，

给他补充、修改的机会，也让其他学生

有时间思考自己与他想的有何不同。

三秒之后，课堂发生了什么。真

正让我震撼的，是这看似简单的“等

一等”带来的连锁反应。

那节课讲的是秋天的雨，课文里

写道，“秋雨打开了秋天的大门，藏着

非常好的气味”。以前，我会问学生

“这段写的是秋天的什么”，然后听学

生把答案齐刷刷地念出来就算过

关。这一次，我问的是“如果这扇门

是一把钥匙，你认为它最先打开的是

哪一扇”，问完我刻意等一等，一秒、

两秒……教室里安静得可以听到翻

书页的沙沙声。三秒过后，平时反应

最快的小林第一个举起了手，“先打

开‘气味’这扇门，因为秋天一到，最

先闻到的一定是桂花香”。我并没有

急于肯定，而是转而关注到后排总咬

着笔帽的悦悦。她犹豫了一下才开

口说：“我想先打开‘颜色’这扇门，因

为雨一落，银杏就黄了，枫叶就红

了。”声音虽小，但很清楚。原来她并

不是没有想过，而是需要时间去想。

更令人意外的是，当我不再急于

评价，而是给学生留出时间让他们相

互补充的时候，课堂就真的从“抢答”

变成了“接力”。在讲那篇《祖父的园

子》时，我问：“为什么说园子里的一切

都是自由的？”小林抢先答：“因为倭瓜

想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想开一朵花

就开一朵花，没人管它们。”他答得又

快又全，放在以前，到这里就该翻篇

了。我忍耐片刻之后又问悦悦：“小林

说的是没有人管，你从别

的句子中能看

出自由吗？”她怔了一下，半天才小声

说：“我觉得自由的是萧红的心。”教室

里变得安静下来，并不是因为我的话

而产生静默的，而是小林先举起手说：

“你说得对，我在找句子上出了错，没

想到这一层。”这一刻，我才知道被接

住的不只是那个慢热的学生。当课堂

节奏不再被最快的答案所控制，那些

习惯于“快言快语”的学生也开始在片

刻的沉默中停下脚步，并进行倾听、等

待，他们也就拥有了一个新的能力，那

就是学会怎样稳稳地接过别人的话，

而不是抢过；学会在接过同伴思考的

火种之后，用自己对它的理解去为它

添薪续火，再用更加包容的态度轻轻

地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位伙伴。

“慢”的本质，是关系之变。实验

做了一个月，我渐渐明白，“慢提问”

改变的不只是提问的节奏，更是一种

师生关系的底色。

过去，我与学生之间更像一场“抢

答”的竞赛——我出题，最快的学生

赢；现在，我们更像一支在跑道上传递

思考的接力队。我不再只盯着那只最

先举起的手，而是学着辨认每一个学

生奔跑的节奏：反应快的学生，在等待

里学会倾听与深想，懂得把话接住，再

递给别人；慢热的学生，在等待里慢慢

蓄力，稳稳起跑，从被落下到被接住。

就像那篇写雨后落满金色梧桐叶的道

路的文章一样：我不再催促他们“快点

走、快点答”，而是愿意停下来和他们一

起蹲下身子，看一看脚下这片叶子为

什么“熨帖地、平展地”贴着地面。当他

们说“凌乱也是一种美”时，我不再急着

说对错，而是愿意多等一会儿，听听他

们眼中那“不规则的，甚至有些凌乱”的

落叶，到底美在哪里。

多出的三秒钟实际上就是把提问

权、思考权真正还给学生。它给学生传

达出这样一个信号，你的想法是可以被

等待的，你慢一点也无妨。一个学生如

果认为老师会等待自己，他才会敢想，

才会开口。其实，“慢”并不是一种消极

的等待，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拥抱，它

是在为一粒慢热的种子铺路，也是在为

一粒急于绽放的种子铺路。

“慢提问”实验还在继续。我知

道三秒很短，短到几乎看不到了；但

它又很长，长到足以使一个学生在课

堂上重新长出自信的叶子。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邹城市教育

教学研究中心）

没有提问的

能力，就没有创新。神经

科学研究表明，当儿童主动提出问

题时，其大脑前额叶皮层显著活

跃。这正是执行功能与创造性思维

的核心区域。

然而，我们回望过去的课堂，提

问往往是一种“奢侈品”，甚至是一

种“表演”。我曾对某区32节小学数

学观摩课进行观察，统计发现：学生

总共仅提出 12 个问题，平均每节课

不足 0.38 次。即便有提问，也多为

迎合教师的“浅层模仿”，缺乏深度

与原创性。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美国 MIT

教育实验室亦将其概括为“全球性

提问衰退”。在传统课堂中，教师习

惯于“师问生答”，学生习惯了“等待

指令”，提问被视为教学的插曲，而

非学习的主线。

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我开始尝

试在课堂上进行关于“提问”的微改

变。我不再仅仅满足于让学生“开

口”，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真

实问题，让思维深度发生”的学习生

态。这场改变，主要聚焦三个维度

的重构：让提问成为常态，让筛选成

为智慧，让追问穿透本质。

制度重塑，让提问从“偶然”走

向“必然”。过去学生是否提问，大

部分取决于教师的心情或课堂的剩

余时间。现在，我将提问固化为学

习的“规定动作”。

在每节课的独立研究与组内共

学之后，我设置了固定的“我的提问”

环节。每个小组必须提交至少一个

属于他们自己的真实问题，并张贴在

黑板的“问题墙”上。这不仅是一个

栏目，更是一种契约：它告诉学生，你

的困惑、你的好奇、你的质疑，都是本

节课最宝贵的教学资源。

起初，学生提出的问题五花八

门，甚至有些“离题万里”。例如在

《圆的认识》一课中，有学生问“圆规

尖头断了怎么办”，有学生问“为什

么车轮是圆的而不是方的”，也有学

生问“半径和直径有什么关系”。

面对这些参差不齐的问题，我

没有急于评判对错，而是给予充分

的接纳。通过这种制度化设计，我

观察到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安全感

建立，学生不再担心问题“太傻”，因

为所有问题都被允许提交；二是习

惯养成，从最初的无话可说到后来

的争相表达，提问逐渐从“额外任

务”转变为“思维本能”。

但这只是第一步。当黑板上贴满

了便签条，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如

何处理这些真实而杂乱的问题？

结构筛选，让问题从“杂乱”走

向“聚焦”。面对全班各小组提交的

10余个问题，如果教师逐一解答，课

堂必将碎片化，如果直接无视大部

分问题，又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

因此，我引入了“问题整理”的结构

化策略，引导师生共同完成从“量”

到“质”的跃迁。

一是分类识别。引导学生将问

题按本质属性归类。例如，指向“是

什么/怎么做”的操作类问题（A类），

指向“为什么/怎么来的”原理类问

题（B类），以及指向“怎么用/有何联

系”的应用类问题（C类）。

二是精选核心。依据本课教学

目标，从每一类中筛选出最具思维

含量、最能承载核心概念建构的1—

2个核心问题。

三是差异回扣。对于未被选为核

心讨论的问题，并非弃之不顾，而是通

过“快速回应”“课后探究”或“后续课

程铺垫”等方式进行差异化处理。

以《圆的认识》为例，我们将“半

径与直径的关系”确立为B类核心问

题，因为它直指数学本质；将“车轮

为什么是圆的”作为 C类应用问题，

在后续环节通过类比解决；而“圆规

怎么画”等 A类操作问题，则在组内

共学时已解决，课上仅需要确认。

这一过程实质上是教给学生

“元认知”能力：不仅要会问，更要学

会判断什么样的问题更有价值。学

生开始意识到，一个好问题往往能

撬动一整节课的思考。

质疑深化，让思维从“表面”走向

“本质”。这是微改变中最关键的一

环。传统课堂上，教师往往急于给出

“标准答案”，导致讨论浅尝辄止。而

在“质疑深化”环节，我主张“基于真

实问题，让思维在对话中深度发生”。

针对精选出的核心问题，我实

施深度互动策略，其中最为核心的

是“追问链”的设计。我的角色不再

是“答题器”，而是“助推者”，要在学

生“差一点就通”的时刻，精准捅破

那层认知的“窗户纸”。

什么是“窗户纸”？它是学生现

有理解与学科本质之间的差距。如

何捅破它？通过“拆解→冲突→重

构”的三段式追问。

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为例，

学生在推导公式后提出疑问：“老

师，我把长方形框架拉成平行四边

形，周长没变，为什么面积变小了？”

“窗户纸”识别：学生直观感知

到形状变了，面积也变了，但潜意识

里仍受“守恒”观念干扰，认为“边框

长度没变，里面的大小也不该变太

大”。他们未意识到面积的本质是

“度量单位的累加”，即底和高所决

定的二维空间大小，而非边框的一

维长度。

第一问（拆解）：“你刚才说周长

没变，是指哪部分没变？面积变小

了，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如此，我引

导学生区分“边框线条”与“内部

面”，暴露其混淆了一维长度与二维

面积的认知偏差。

第二问（制造冲突）：“如果我有

一个用橡皮筋围成的长方形，我轻

轻把它拉斜，变成很扁的平行四边

形。这时候，它的‘底’变了吗？它

的‘高’变了吗？如果底不变，高变

得几乎接近0，那它的面积还会和原

来一样吗？”通过这样的情境，打破

学生“周长决定面积”的错误直觉，

引发强烈的认知冲突：明明边框还

是那根橡皮筋，怎么面积快没了？

第三问（重构）：“看来，决定平行

四边形大小的不是那圈‘边框’（周

长），而是它‘站’得有多高（高）和

‘站’得有多宽（底）。那么，你能不能

用一句话总结，为什么拉得越扁，面

积越小？”我这样引导学生重构认知，

面积取决于底和高的乘积，即垂直方

向上的覆盖与斜边长度无关。

通过这样的深度追问，学生不

仅解决了具体的疑惑，更深刻理解

了“转化”思想和“度量”的本质。此

时，板书上留下的不再是冰冷的公

式 S=ah，而是思维从直观感知走向

逻辑推理的清晰轨迹。每一个问题

都在这种深度互动中完成了从“疑

惑”到“洞察”的蜕变。

当我们不再害怕学生提出各种

问题，并能够从容地利用这些真实

问题撬动深度学习时，我们浇灌的

便是发现问题、创造问题的生命

力。而这，正是未来社会最需要的

核心素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北

京东路小学阳光分校）

多等三秒，让思考被看见
□ 周玉广

课堂上，教师有时太

容易满足于“正确答案”。学生回答

对了，教师习惯性地点点头，给予肯

定，便顺势进入下一个问题。课堂

推进得很流畅，学生似乎也一直在

参与。然而，当我开始重新审视这

些看似顺畅的教学片段时，心里多

了一个疑问：学生说出了答案，是否

意味着他真的想清楚了？这个答案

从哪里来？依据又是什么？

新学期，我开始尝试一个很小

的改变：学生给出答案后，不急着评

价，不急着往下走，而是多停几秒，

再 追 问 一 句 ——“How do you

know？”这个改变，发生在一节英语

与 数 学 的 融 合 课《How Big Is

Your Family？》中。

课上，我给学生呈现索菲亚的

一张全家福，问他们这个家庭给自

己怎样的感觉。学生很快说出：

“Her family is big。”这是一个再自

然不过的回答。过去，我很可能顺

势 进 入“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her family？”这 一 教 材 问

题 。 但 这 一 次 ，我 停 下 来 追 问 ：

“But is ‘big’ clear enough？ How

do you know？”

这个问题让原本脱口而出的

“big”突然变得需要被解释。学生重

新观察照片，有人开始数人数，很快

发现索菲亚家一共有 11 个人。于

是，“11”不再只是一个需要找出的

数字，而成了“big”背后的依据。

就是这样一个很小的停顿，让

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感受到：从“说

出答案”到“说出依据”，中间其实藏

着学习的秘密。

以前设计课堂时，我很习惯先

安排好学生“做什么”：这里数一数，

那里算一算，后面再用尺子量一

量。课堂活动丰富，流程也很完整，

但仔细想来，很多时候学生只是在

执行教师已经设计好的方法。学生

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却未必真正

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节课上，我有意识地让方法出

现得晚一些。统计索菲亚家庭人数

时，学生最初采用一个一个数这样最

直接的方式。在得到11这个答案后，

我没有立即结束，而是请他们想一想

还有没有不同的数法。

于是，学生开始重新组织照片

中的信息：可以按照人物所在的位

置分成中间、左边和右边；也可以按

照成人和儿童来分类；还可以按照

男性和女性来统计。不同的分类方

式，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原本

简单的“数人数”，开始有了另一层

意义。学生逐渐发现，数数不仅是

为了得到结果，也是一种整理信息

的方式。

随后，问题从索菲亚的家庭转

向真实的教室：班上有45名学生，怎

样才能更快地知道人数？一个一个

数当然可以，但效率很低；按每桌 5

人反复相加，也能得到结果，却有些

麻烦。就在比较不同方法的过程

中，乘法自然出现了。学生最终理

解了“Times helps us count repeat-

ed numbers quickly”这句话。相比

于单纯记住“9×5=45”，我更看重他

们知道了：为什么此时需要乘法。

过去，我总担心学生不会，习惯

早早把方法递到他们手里。现在我

开始意识到，教师如果能忍住一点，

让问题先充分显现，让已有办法先

暴露出局限，新的方法反而更有可

能成为学生真正需要的东西。

课堂中的另一道题，又让我重

新认识了“正确答案”。索菲亚一家

11 口人准备去餐厅吃饭，每张桌子

可以坐4个人，学生很快通过除法得

到2.75。从运算角度看，这个结果没

有问题。但如果课堂在这里结束，

学生得到的仍然只是一个数学答

案。当问题重新回到真实生活中，

“2.75 张桌子”显然无法解决一家人

的就餐问题。学生还需要进一步判

断：两张桌子不够，因此实际需要

三张。

这一点看似简单，却让我很受

触动。我们在课堂上太习惯确认

“对不对”，却容易忽略答案之后还

有许多值得继续追问的东西：这个

结果意味着什么？能不能解决现实

问题？为什么这样判断？有时候，

正确答案并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恰

恰可以成为下一次思考的起点。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警

惕课堂上过于顺畅的“问—答—评

价”。学生回答得越快，我有时越愿

意多等一会儿。不是把简单问题复

杂化，而是不希望学生的学习总停留

在“给老师一个正确答案”这里。

课堂后半段，我再次呈现索菲

亚的家庭照片。这一

次，我没有继续替学生设计问题，而

是请他们想一想：还想了解这个家

庭的哪些信息？学生的问题逐渐从

人数走向年龄、身高、长度和宽度。

新的问题出现以后，我依然没有立

刻给出方法，而是让他们判断这些

信息应该怎样获得。

年龄可以通过询问得到，而身

高、长度和宽度则需要借助测量。

直到这时，尺子、卷尺和绳子才真正

进入课堂。随后，学生在真实测量

中选择工具、规范读数、记录数据，

并用英语汇报结果。小组合作时，

不同成员分别承担工具管理、测量、

记录和汇报等任务。

同样是“拿尺子量一量”，它的

意义已经与过去不同。如果教师一

开始就要求学生拿出尺子，学生完

成的是一个预设好的活动；而当测

量是为了解决前面真实产生的问题

时，工具才真正成为解决问题的

需要。

我越来越愿意把课堂中的“接

下来请大家……”稍稍往后放，把

“这个问题可以怎么办”留给学生多

想一会儿。

回看整节课，我并没有引入什

么复杂的新技术，也没有彻底推翻

原有的课堂流程。真正发生变化

的，只是几个很小的瞬间。学生说

出“big”以后，我没有马上接过答案；

学生得出一个计算结果以后，我没

有马上宣布正确；遇到新的问题时，

我也不再急着告诉他们应该使用哪

一种方法。

就是这些多出来的停顿，让我

看见了一些过去容易忽略的东西。

学生开始寻找依据，而不只是给出

答案；开始比较方法，而不只是执行

方法；开始解释“为什么”，而不只是

回答“是什么”。

英语也在这一过程中悄悄发生

了变化。“How many…”“How tall…”

不再只是需要操练的句型，而成为

获取信息的工具；数学语言也不再

只是几个需要记住的词汇，而在帮

助学生呈现自己的思考。最初那句

简单的“Her family is big”，开始有机

会走向“Her family is big because…”

只是多了一个“because”，背后却多

了一层证据意识。

后来我越来越发现，我真正想

改变的并不是课堂上简单“多问一

个问题”，而是自己对“正确答案”的

态度。过去，一个答案常常意味着

一个教学环节可以结束了；现在，我

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扇门：答案背后

还有依据，依据背后还有方法，方法

背后还有学生真实的思考。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东海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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